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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先生的明史情缘

杨国桢

编者按 :今年是本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诞辰 90 周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

明史学会联合举办“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为明史研究和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本刊自今年第 4 期开始 ,将陆续刊登在这

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我们愿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献祭给傅衣

凌教授的在天之灵。

本年 5 月 29 日 ,是先师傅衣凌教授九十冥诞。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

人 ,饮誉海内外。封建社会史特别是明史 ,是其平生着力所在 ,从壮岁到晚年 ,他和明史结下不

了情。我自 1957 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 ,直至 1988 年先师逝世 ,有缘侍从左右 ,进而参与

其中 ,伴随他走过这段学术历程。在缅怀恩师的日子里 ,我重读傅先生赐我之手书 ,浮想联翩 ,

百感交集 ,爰作此文 ,以为纪念。只言片语 ,聊补学术回顾之资 ;一瓣心香 ,献祭先师在天之灵。

我接受傅先生耳提面命 ,是从 1960 年 ,即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我曾在一篇短文

中这样写道 :

他亲自带我到福州收集史料 ,那时是困难时期 ,我们同住在福州旅社的一间普通

客房里 ,吃饭只有空心菜 ,时称“无缝钢管”,生活条件很差。记得当时白天上图书馆

或走访耆老 ,他一丝不苟地指导我抄录资料 ,或记录查访线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

说 :一个人一辈子难得几次发现前人未见的史料 ,遇到的机会又往往一纵即失。特别

是民间私藏 ,见之不易 ,一见就要全文抄录 ,切忌急功近利、断章取义地摘录。有的史

料 ,可能几年、数十年以后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一时错过 ,恐怕时过境迁 ,再也见不到

了。他还说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抄了许多福建金钱会、邓茂七起义等资料 ,可惜在战

乱中丢失了 ,现在再找 ,许多书已经散佚了 ,再也见不到了。在他的督促下 ,我第一次

面对古籍、古人的手书 ,下笨工夫抄写 ,得到难得的一次治史基本功的训练。(载《中

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834 页。)

临近毕业的时候 ,经傅先生和其他系领导提议 ,我提前留下当助教。1962 年 ,我从中国近

现代史教研室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奉派兼任傅先生平生第一位学术助手 :

傅先生接受了我 ,不是单纯使用 ,相反 ,他刻意栽培 ,为我创造研修的机会。我到

敬贤二楼下傅先生寓所拜师 ,他要求我 30 岁以前不要结婚 ,集中精力做三件事 :第

一 ,坐下来系统读书 ;第二 ,随堂听课、整理讲义 ;第三 ,把《林则徐传》写好。他不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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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大胆放手 ,寄予我无限的信任和希望。(同上揭书 ,第 835 页)

他交给我一份亲拟的书目清单 ,内开 ;《明史》、《明史稿》、《明实录》、《明书》、《明史纪事本

末》、《国榷》、(明通鉴》、《昭代典则》、《宪章录》、《重修大明会典》、《皇明书》、《皇明从信录》、《两

朝从信录》、《皇明通纪》、《名山藏》、《罪惟录》、《国朝献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万历野获编》、《续文献通考》和地方志。他嘱咐我先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和

《明实录》逐朝对读 ,写下读书札记。并说 ,这样读一遍下来 ,明史的大概脉络就清楚了 ,就算步

入了研究的门坎。

教研室根据傅先生的意见 ,一年内不安排我上课 ,让我专心系统读书。这份书目清单 ,象

一把钥匙 ,为我打开了通向明史研究的大门。我用牛皮纸卡片记录大事索引 ,详列所见书之卷

数、页数 ,又用长汀产毛边纸抄录自以为有用的资料 ,按时向傅先生汇报心得。一年下来 ,自觉

充实很多。一年以后 ,政治运动不断 ,校园里也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 ,坐下来读“封、资、

修”的书成了一个禁区 ,一种奢望。十年蹉跎 ,不知埋没了多少有才华的后进学子。我庆幸占

得先机 ,打下终生受用的学业基础。现在回想起来 ,这种基础史料对读的方法 ,不仅仅加强对

明代史实的记忆 ,而且是研究手段的训练。“读书得间 ,颇有新见杂出其间。”傅先生的这句名

言 ,令我刻骨铭心地亲切。

我遵师命静心系统读书之时 ,傅先生主编的明史资料 ,即《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

七册 ,已大体告成。我原分配到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无缘辅佐其事。但傅先生当年敬业工作

的情景 ,我是历历在目的。

1961 年秋季开学以后 ,傅先生在历史系所在的映雪楼楼下专辟一间工作室 ,从图书馆调

来大量明代史籍 ,邀集同事作史料的普查。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设立编选的章节 ,然后一本又

一本地检索 ,从中找出候选的资料 ,打上记号 ,由抄写员登录在稿纸上。然后分类成辑 ,比照筛

选 ,裁量淘汰 ,尽可能选录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几近一年 ,傅先生大部分的时光泡在工作室

里。我曾看见抄好的稿纸一摞又一摞 ,弃置的抄稿堆积盈尺 ,可知筛选反复了好几遍。章节目

也屡经斟酌改换 ,可谓千锤百炼。弃留之间 ,凭的是学识的权衡、价值的判断。唯有史料真实

可靠 ,才能产出精品。不惜工本 ,自我否定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 一叠叠书稿散发的纸香 ,令

人感受到傅先生求实、求真的精神。选材底定 ,才进入加工程序 ,标点注释。这又不知花费多

少心力 ,才成定稿。据郑天挺先生 1962 年 12 月 11 日致先师信云 :“无改动 ,只有几处用文言

‘也’字 ,换一二字。”可证编选的高质量。

为了栽培弟子 ,傅先生在交稿前将书稿交我通读。我虔诚地认真学习 ,并向他汇报体会。

记得大意是说 ,借助注释 ,全书可以看懂 ,还增进了不少历史文献的知识之类。傅先生听后感

到欣慰。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傅先生对大学生接受知识能力的测验 , ———因我结束大学生活不

久 ,未脱学生时代的天真和稚气。———可见他的用心良苦。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 ,编选一

部资料书 ,不能简单的复制 ,剪刀加浆糊就了结 ,它的成败在于是否适应阅读对象的接受能力 ,

使之胜任愉快 ,从而激发学习的激情 ,获得知识的满足。归根结底 ,在于编选者对于历史与现

实的洞察力。处处为学生着想 ,在这方面的付出 ,并不亚于写一部研究著作啊 !

编选明史资料 ,可以说是傅先生对历年研究明史心得的一次系统性梳理。章节的安排、史

料的裁量 ,都折射了他的明史观。可惜的是 ,这部明史资料当年经郑天挺先生审定交付中华书

局付排之后 ,因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再拖延出版。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竟遭拆版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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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厄运 ,他自己保存的底稿也因被抄家散佚 ,最终退回的只是极少的断简残篇。他倾注的心

血竟付之东流 ,留下不可挽回的创痛 ! 我后悔当年的懒惰 ,没有把目录抄下来 (当年没有复印

机 ,抄录即将出版的全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但抄录目录作为案头工具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留

下这份不可重复再现的文献。

重编明史资料 ,那是 1980 年以后的事了。时过境迁 ,傅先生当上厦大副校长 ,又多次出国

讲学 ,无暇全力顾及 ,而作为后继者的我们无法体认当年的学术境界 ,又没有原编目录可以按

图索骥 ,完全是重起炉灶。虽然 1984 年差强人意地交了差 ,我知道 ,在他心中仍留下深深的遗

憾。1988 年收到出版的样书时 ,傅先生已乘鹤西去。

主编《明代史纲要》是编选明史资料后的新任务。1962 年 5 月 1 日 ,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写

信给傅先生 ,内云 :“此间近有编纂中国断代史计划 ,分九册 ,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 , ⋯⋯其中

明代史纲要 ,咸推吾兄主编。亦知吾兄工作甚忙 ,但此事关系教育下一代 ,十分重大 ,且众望所

归 ,想必蒙惠允。”在郑老的鼓励下 ,他欣然接受下来。我在傅先生家中看过这封信 ,还附有中

国断代史计划和分工名单。九册主编均是一代名流 ,代表当时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这份名单没有保存下来。时过近四十年 ,记忆不全 ,不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后面几部 ,即宋史

———邓广铭 ,元史 ———韩儒林 ,明史 ———傅衣凌 ,清史 ———郑天挺。

这项写作计划还来不及安排 ,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越吹越响。1963 年 ,厦大历史系师生

参加同安三忠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 - 1965 年 ,先到闽西上杭 ,再转到泉州南安参加社教

工作团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在那种政治气氛下 ,《明代史纲要》的写作根本无法提上议事

日程。

文化大革命中 ,傅先生被打入“牛棚”,直到 1971 年被解放。那时 ,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农

村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史系和中文系的部分教师被留下来 ,重组文史系 ,招收工农兵

学员。历史课程原来只有一门 :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此时才陆续增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

代史。1972 年 ,刚解放不久的傅先生、韩国磐先生和我三人组成中国古代史组 ,由我任组长 ,

着手编写教材《中国古代史纲要》,明史部分由傅先生编写。根据军代表的指示 ,编写教材要和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结合 ,于是我联系时任海沧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王望同志 ,三个人到石塘

大队 (今海沧管委会所在地)下乡一个月 ,直到传达林彪败亡事件后才返校。这部教材以农民

战争为主线 ,内容单薄 ,只油印使用一次 ,但总算是傅先生重操旧业的开始。在这之后 ,傅先生

根据 1965 年的油印讲义修订《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由傅太太和二公子抄出 ,于 1973 年

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一直石沉大海。粉碎“四人帮”前夕 ,眼见小儿子下乡回城无望 ,傅先

生百般无奈 ,下决心退休 ,让小儿子补员。白寿彝先生得知此事后 ,敦请他参予中国通史的编

纂工作 ,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除注释外全文铅印 ,作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经济

部分的参考。这本铅印稿 ,后来成了傅先生 1979 年赴美国讲学的讲稿之一 ,在海外广为复印

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 ,傅先生复职。1978 年 ,他倡导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并把《明代史

纲要》的写作提上日程 ,授意我提出编写大纲。那年暑期 ,他在鼓浪屿疗养院休养 ,多次找我讨

论此事。他对苏联式的教科书体例颇不满意 ,设想过用讲座的体例 ,但考虑到难以被接受而又

放弃了。他亲手抄录了孟森《明代史》和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图说中国历史》之一)两本

书的目录 ,供我参考。这两份傅先生手书目录 ,现仍被我珍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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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拟出《明朝史纲》(暂名)编写大纲 ,共分五编二十章 ,后附明代年表 ,送傅先生审阅。

他在原稿上写下许多批语。批语可分为两类 ,一是对章节的调整。如第六章“正统至正德年间

的统治危机”,第七章“明中叶封建经济的迟缓发展”,第八章“明中叶农民的夺地平田斗争”。

他批道 :“六、七、八章可考虑互调或合并 ,请研究。”

第九章“明和瓦剌、鞑靼的关系”,他建议取消 ,第一节“瓦剌的兴起和于谦的抗战”,“可合

并在第六章一起写 ,以免割裂史实”。第二节“鞑靼的再起和边防的废驰”,他改题“鞑靼再起和

蒙汉合作”,并认为“此事主要在万历年代 ,如何排列请考虑 ,可移在第十一章。”

第十章“明后期政治的腐朽和党争”,第十一章“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活动”,他建议合并 ,

即第十章的第一节“大礼议和内阁纷争”,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嘉靖时的赋役改革”、第二节“张

居正改革”和第九章第三节“鞑靼再起和蒙汉合作”组成一章。

第十四章“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他建议取消 ,第一节“农民大起义的酝酿”,他指示“移

入十六章 (按 ;即“席卷南北的明末农民革命风暴”) 前面作简略的说明”。第二节“城市居民反

税监、矿监的斗争”,他指示 :“本节可移在十二章 (按 :即“封建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后面。”

第十九章“明代的哲学和思想家”,他批示 :“陈白沙应补。”第二十章“史学、文艺和科学技

术”,他建议增补“从前后七子到竟陵派”、“明杂剧和汤显祖的《四梦》”二目。

二是对章节重点和主题的提示。如第一章“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朱元璋的统一战争”,他指

出 :

本章的主题似应突出农民皇帝朱元璋为中心 ,分析淮泗集团、浙东集团在创立明

朝的作用 (有农民 ,有地主) 。淮泗集团有濠州集团 (徐达、汤和等) 、定远集团 (冯国用

兄弟) 、虹县集团 (胡大海等) 、怀远集团 (常遇春等) 。

第十、十一章合并 ,他写道 :

本章可以写万历时代为中心 ,带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

“鞑靼再起和蒙汉合作”一节 ,他批曰 :

本节可以三娘子为中心 ,说明汉蒙两族人民共同合作 ,开发草原。

“庞尚鹏、海瑞的一条鞭法”一目 ,他提示 :

海瑞是南方中小地主的代表 ,北方地主一般反对一条鞭。

第十九章“明代的哲学和思想家”,他批示 :

佛学与禅宗亦为明后期思想史一大事 ,如何补添 ,可考虑。

在全书的目的要求上 ,他批示 :

明史的历史地位应提及。

这些批语反映他的写作意图和架构。根据他的意见 ,我又把编写的大纲改写一遍 ,压缩为

十七章 ,第一章改为“朱元璋创立明朝”,原来的第九、十、十一章合并为第九章 ,改为“嘉靖万历

间的政治”。原第十四章删去。若干节目据傅先生之意作了调整和增减。书名改为《明史新

编》。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即在批示编写大纲之后 ,有一次我和他谈论第一章的主题 ,提到

1962 年读书时 ,抄录过一批史料 ,他一时兴起 ,要我和他合写一篇论文。事后他写了两张稿纸

提要 ,让我作进一步发挥。我想不起因为什么缘故 ,最终没有定稿发表 ,底稿亦不知去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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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我的这份提要 ,也就成了绝响。现过录于此 ,以补上述第一章批语的简略 ,亦作研究傅先

生学术思想的资料 :

论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社会基础

中国封建帝国的成立与巩固 ,必须有两股社会力量的共同协力 ,农民与地主的合

作 ,这不是阶级调和论 ,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过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

阶级与统治阶级是共处于一个社会里 ,当一个社会失去控制而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

的时候 ,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便同起而争夺政权 ,由于封建社会里是以自然经济为

基础的 ,农民是小生产者 ,地主是地租的获得者 ,在这一点上 ,他们都是自然经济的拥

护者 ,有合作的物质基础 ,这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 ,工人空无所有 ,资本

家拥有生产资料 ,彼此之间的矛盾、斗争激烈 ,是不同的。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 ,王朝更迭而又不断重建 ,即因此故 ,观于朱元璋

明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也可得到证明。

一、淮泗集团 :有农民 ,有地主 ,细分之 :

1、濠州集团多农民 ,以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为主 ;

2、定远集团多地主 ,以李善长、冯国用兄弟为主 :

3、泗州集团多农民 ,以常遇春、胡大海为主。

二、浙东集团 (以刘基 ,宋濂 ,叶仪为主)多地主。

即因此故 ,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 ,即具有农民政权与地主政权的二重性格 ,由

于农民的参加政权 ,使得明朝在建立之初出现有一些朝气 ,但又暴露出小生产者的狭

隘的、自私的专制主义的独裁。残杀功臣与此亦有关。再则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由

于自然经济和村社的长期存在 ,在农民和地主之间都出现有地缘与血缘作为结合的

纽带 ,是以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 ,不一定都通过武装斗争 ,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

“豪杰亡秦”,即透露出此间的消息。

《明史新编》编写大纲完成后 ,曾打印成册征求意见。傅先生自认写三章以作表率 ,并邀请

系里三位老师参加编写 ,连我共五人 ,议定由傅先生和我总纂定稿。原先指望 1980 年能拿出

初稿 ,但因为傅先生公务繁冗 ,其他老师也各有任务不能提笔 ,结果只有我写了几章草稿 ,继而

傅先生的关注点转到重编明史资料、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和培养研究生 (他是我国

重建学位制度后第一位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生导师)上 ,遂同意其他三位老师退出 ,《明

史新编》的写作不得不搁置下来。不料到 1984 年 ,傅先生突罹大病 ,这项写作更无法进行。直

到 1987 年 ,人民出版社重提旧事 ,傅先生在病榻上嘱托我和陈支平执笔 ,才又重新启动。此书

最终在 1993 年出版 ,章节也有所变化 ,我们在“前言”中已作了交代 ,此处不赘。

主编《明史资料》和《明史新编》,是傅先生对国家和史学界的承诺。他情绕梦萦了二十多

年 ,花费了很多心血 ,和明史的情缘始终未了 ,生前没能看到它的出版 ,成为九天遗恨。从这曲

折的经历 ,我们感受到一位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明史研究的执著追求 ,他的精神不死。

作者杨国桢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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